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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政治哲学阐幽

郑  开

[摘  要] 黄老政治哲学特征鲜明：既有别于老子无为政治哲学，也不同于庄子致力于浑沌与

秩序之间的思考张力，更迥异于孔孟以来儒家德政理想。从政治理念上看，黄老政治哲学的问

题意识聚焦于“帝道”，并以此试图在王霸之外寻求新突破；从核心内容层面上分析，“道法之

间”碰撞整合构成了黄老政治哲学的思想空间，“执一”“名理”诸原则亦由此开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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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思潮源远流长，纵贯了六七百年的时间跨度：其思想动机的端倪大约在春秋晚期开始酝酿

发酵；关键转折发生在战国中期，因为从那个时候起，那些隐隐约约、影影绰绰见于各种史料的“黄

老意”，那些枝枝蔓蔓、铿铿锵锵的“黄帝言”“黄帝书”，迅速条理化、整齐化，形成了兼容并蓄、

错综复杂的黄老学思潮；黄老学不绝如缕，还流行于两汉时期，甚至绵延于汉末（例如黄老道）1。

既然黄老学经历了春秋战国秦汉之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之大时代，那么它是如何以思想形式

回应时代问题的挑战，又是如何参与政治社会之变革与转型的呢？换言之，黄老学贡献了怎样的独

具特色的政治哲学理论，如何体现了建构于其中的国家形态转型、政治制度发展之时代精神？这

些问题都比较棘手，由于它们皆涉猎广泛、错综复杂。下面我们不妨通过梳理和分析黄老政治哲学

的若干重要问题，提纲挈领地阐述黄老政治理论的创造性和思想史意义。

一、黄老学：学派和文献

当人们追问“什么是黄老学”的时候，已经预设了黄老学的清晰边界，或者期待划出一个清晰

边界。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的黄老思潮或黄老学的特殊性就是它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那么我们

1金晟焕：《黄老道探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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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谈论黄老学呢？

首先，通过哲学史研讨哲学是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地看，战国中期是黄老学承前启后的

发展阶段，因为在战国中期前后，黄老学派的特征逐渐明确起来。黄老思想的种种端倪、缕缕头绪

体现在：春秋以来方兴未艾的变法运动及其后果（例如法的成长、法的制度化深刻更张了传统的礼

乐文明）；黄帝形象出现于思想世界，而且越来越清晰了；百家争鸣引发了的诸子间的深度对话，思

想文化层面的多元化成为思想史主流，稷下学集中体现了这一点；等等。最为关键的是，黄老学能

够脱胎换骨的根本原因就是它完成了道家化之淬火。黄老之为（或被称之为）黄老，正由于它依据

道家（老庄）哲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并使自身的思想学说和理论条理化、系统化，最终发展为一

个具有思想内核、学术特点的学派—而且几乎就是最宽泛、最复杂意义上的学派。就是说，黄老

思潮的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老子生活的年代之前，然而黄老学真正的发展契机还是老庄哲学。虽

然具有某种“兼综”“杂糅”的特点，其理论基础仍在于道家哲学（老庄）。简言之，思想史料里出

现的所谓“黄老意”，既可以说是“道德之意”（老庄哲学的核心内容）的嗣响，同时又踵事增华、

推陈出新，开出了新的生面，比如说把“道德之意”与“刑名之术”结合起来。从思想史角度分析，

流脉复杂的黄老学派千变万化不离其宗，其根本宗旨就是帝道而已；所谓“帝道”一方面是王道、

霸道之外的政治哲学新思维，另一方面也是以道法之间为自己的思想空间，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自

身的理论结构1。因此我们接下来拟围绕着“帝道”及其“皇帝王霸”政治哲学思考模式、“道法之

间”的思想空间、“抱道执度”的内容实质等问题，展开分析和阐释。

其次，经典（包括文献和思想各个层面）诠释乃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法门，因此历史线索（脉络

及谱系）以及文献资料（著作及著作残篇）之梳理与分析乃是黄老学研究的重要前提2。说起黄老

学的历史源流，不少学者遵信《史记·乐毅列传》的记载3，我却认为，这条孤零零的史料太局限

了，尚不足以揭示黄老学的梗概。实际上，《庄子·天下》《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都提示了

若干线索，而蒙文通早已据之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了4。我的浅见是，黄老学研究的线索存在于

以下几个事实当中：《天下》篇提及的学者大部分是稷下先生；《管子》诸篇可能出于稷下先生之

手；5齐国稷下学宫乃战国中期学术思想之重镇，从思想文化差异性角度看，齐文化与鲁文化、稷

下学与儒学反差明显。既然如此，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稷下学是黄老学承前启后、异军突

起的重要契机。也就是说，稷下先生如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驺衍、驺奭、荀卿等（《史

记·孟子荀卿列传》），以及宋钘、尹文、彭蒙、季真等（《庄子》之《天下》《则阳》、《汉书·艺文

志》），都可以归诸宽泛意义上的黄老学派，而荀况弟子、法家宗师韩非亦浸淫于黄老思想；当然

1郑开：《黄老的帝道：王霸之外的新思维》，《道家文化研究》第30辑，中华书局，2016年。

2郑开：《黄老道家的文献与思想：以稷下学为中心》，《齐文化与稷下学论丛》，齐鲁书社，2018年。

3《乐毅列传》篇末载太史公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

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4蒙文通：《略论黄老学》，《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第250～281页。

5刘节最早指出《管子》四篇（《心术》上、《心术》下、《内业》和《白心》）是一组道家文献。郭沫若又试图论证《管子》

四篇出于宋钘、尹文，（《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蒙文通则指出它们可能出于田骈、慎到。（《古学甄微》）裘锡圭

根据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即唐兰所谓《黄帝四经》、魏启鹏所谓《黄帝书》），分析指出：《管子》四

篇更可能出于田、慎学派，与蒙文通之说不谋而合。（《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与“道法家”—兼论〈心术上〉

〈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中国哲学》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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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包括不少深受黄老学濡染的儒家学者，以及那些匿名的思想家。

黄老文献资料的情况尤其复杂。除了稷下先生的传世著作及其残篇而外，《汉志》列于“法

家”的《管子》其实是黄老学派最重要、最集中的文献汇集；传世本《管子》和马王堆出土的黄老

古佚书（唐兰认为它是《汉志》著录的《黄帝四经》，魏启鹏以为应该定名为《黄帝书》）几乎就是

最重要的黄老政治哲学之渊薮。另外，《汉志》诸子略道家部分所列的几种“排头书”都是举足

轻重的黄老学著作。1比较棘手、比较复杂的是《庄子》（特别是外杂篇中的几篇文献）《文子》

《韩非子》（尤其是其中几篇理论性较强的篇什）《吕氏春秋》《淮南子》《鹖冠子》这几种文献的

性质。刘笑敢说，《庄子》中的“黄老派作品包括《天地》、《天道》、《天运》、《在宥》、《刻意》、

《缮性》、《天下》七篇。”2实际上，《庄子》之黄老篇什不限于“《天道》诸篇”，比如说《至乐》

《庚桑楚》《知北游》（部分内容）等篇；也不限于“外杂篇”，比如《内篇》的《应帝王》《大宗

师》两篇。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了《文子》残卷，确证《文子》至少属汉初古籍；张岱年据此

推断《文子》乃汉文景之时的黄老学派的著作3，多少洗刷了《文子》长期以来被目为“伪书”的冤

名4。《韩非子》虽是“法家的集大成”，然而其中理论性较强的几篇，《解老》《喻老》《扬权》《二

柄》等，渗透了明显的“黄老意”；司马迁说韩非子“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又说：

“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史记·老子

韩非列传》）而“黄老”之思想核心之一，就是“道德之意”。《吕氏春秋》《淮南子》两书，《汉志》

列于“杂家”，显然不明就里；实际上，《吕氏春秋》《淮南子》诸多篇什亦出于黄老学派之手，现

代学者多认为它们属于黄老5。《淮南子·要略》自谓著述旨趣乃是“经纲道德，经纬人事”“穷道

德之意”；高诱亦曰“（《淮南子》）其旨近老子”，“大较归之于道。”（《淮南子叙目》）现代学者

认为《淮南子》是汉初黄老学集大成者，把黄老理论“推展到了顶峰，发挥到了极致。”6另外“黄

帝书”“太公书”“伊尹书”“范蠡书”等，与黄老学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交涉关系。《汉

志》著录了不少“黄帝书”，分布在《诸子略》《兵书略》《方技略》7。“黄帝书”见于《诸子略》之

“道家”“阴阳家”“杂家”和“小说家”，列于《兵书略》之“形势”“阴阳”和“技巧”诸家，以及

《数术略》之“天文”“历谱”“五行”和“杂占”等，《方技略》之“医经”“经方”“房中”和“神

仙”等8。另外，战国中晚期以来的史料颇载“黄帝言”，虽是零散的只言片语，毕竟也是“黄老意”

的一部分。“伊尹书”亦值得注意。《汉志》著录《伊尹》五十一篇，列于道家；《伊尹说》二十七

篇，列于小说家。这两种著作久佚，而伊尹学派也隐晦不明。然而《吕氏春秋》可能保存了部分《伊

17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84～86页，第90～91页。

2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99页。

3张岱年：《试谈〈文子〉的年代与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4《文子》的文献学比较复杂，相关讨论请参见：丁原植：《文子资料探索》，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李定生：

《文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5蒙文通：《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第275～277页；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8

页。陈奇猷认为赋予《吕氏春秋》以理论结构的“十二纪”出于阴阳家，另有《正名》以及《审分览》八篇（即《审分览》

以下八篇）“皆法家之言”，乃“尹文学派之著作也。”（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1031～1032

页）然而《正名》与《审分》诸篇与其说出于法家，不如说源于黄老。

6陈丽桂：《秦汉时期的黄老思想》，文津出版社，1997年，第3页。

8《黄帝书》颇涉方技数术，因为“黄帝书见于史志著录和传于后世，主体是数术方技之‘黄’。”（李零：《说黄老》，

《道家文化研究》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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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的内容1；马王堆帛书《伊尹·九主》被认为是《汉志》所载《伊尹》之佚篇，其成书年代不晚于

春秋末期，堪称“前黄老形名之学。”2《汉志》著录《范蠡》二篇，列于兵权谋家，久佚；然而《国

语·越语下》《越绝书》等传世文献记载了不少范蠡言论，恰与马王堆黄老帛书若合符节，很值得

注意。

既然黄老思潮绵延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包含人物多，同时思想上也呈现出杂糅兼综之特点，

那么黄老学呈现出思想倾向矛盾甚至相反的现象便不足为奇了。总之，以上的讨论初步奠定了一个

讨论黄老政治哲学的历史、文献之基础，下面我们围绕黄老学派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展开研讨。

二、帝道：黄老政治哲学的轴心

黄老学的核心宗旨窅然难言哉！关于黄老学历史脉络、学派属性、资料文献、思想宗旨等问题，

学术界长期以来聚讼不已，分歧莫甚。前人提出了一些看法，比如提揭黄老宗旨在于“无为而无不

为”（司马谈以来），比如强调其重视“因循”（蒙文通），比如概括其宗旨为“君人南面之术”（张

舜徽），比如将其学术特质归结为“新道家”（熊铁基），等等，都是颇具启发性、建设性的真知灼

见，然而却有点儿意犹未尽、不够透彻之感。就是说，什么是黄老学的根本宗旨？这仍是一个悬而

未决、有待深入探究的问题。我留意黄老学有年，却一直徘徊其外不得其门以入；近年来似乎若有

所悟：我发现庄子屡言“帝道”（或帝王之道），这启发了我进一步探究黄老学著作中出现的更为

频繁的“帝道”。罗根泽、饶宗颐都注意到了历史文献中经常提到“皇帝王霸”的现象，而在战国秦

以及汉前期的黄老文献中最典型的说法则是“帝王霸”“帝王霸力”，也许“皇”是后世附庸增益所

致3。最重要的是，“帝道”既与“王道”“霸道”并举，又内蕴了超乎“王霸”之上的深刻动机4。

（一）首先，思想史上“帝”这个语词以及围绕这个语词展开的观念流衍值得探寻。殷商时期

甲骨刻辞“帝”，几乎就是笼罩一切、表现着政治社会和宗教意识形态的核心语词。然而，殷周之

际之所以是思想史的重要分界线，则是由于西周时期自觉启用了“天”代替了殷商的“帝”，以“天

命”和“王道”作为论说政治的两翼：前者夺胎于殷商时期宿命性的“命”，后者确立了一种成熟的

政治理念及其模式；而两者的思想基础都依赖于“德”。同时，“帝”这个语词及其表述的观念似

乎归于沉寂，因为整个西周春秋时期思想世界之中，它（“帝”）已经边缘化了，不复有殷商时期的

重要性。然而，春秋中晚期以来，特别是战国中期以降，伴随着“黄帝”形象出现于思想史，道家者

流尤其是黄老学者开始热衷谈论“黄帝”“帝”和“帝道”，耐人寻味。有趣的是，黄老文献中出现

1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第146页。

2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中华书局，2004年，第275～276页。

3杨宽曾论证说，“皇”“黄”古通，“黄帝”为“皇帝”之字变，“黄帝本是上帝的化身，故为天下之所共祖耳。”（杨宽：

《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7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9～209页）但我认为该说法过于牵强附会。秦

始皇号称“始皇帝”，“帝”是主词，“始”“皇”都是修辞；而他之所以号称“始皇帝”的缘故，还需要历史地看，《史记》

记载：“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余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余岁，故五伯更起。五伯者，

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强凌弱，众

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横，驰车击毂，介胄生虮虱，民

无所告愬。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元

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严安书）

4郑开：《黄老的帝道：王霸之外的新思维》，《道家文化研究》第30辑，中华书局，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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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帝道”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不同于日常语言中的含义。比如说，《孟子》里出现“帝”字

凡11次，要么是指《诗》里称颂的、人格化的“上帝”，要么是指“帝尧”“帝舜”等历史中出现的圣

王，不外乎日常语言的常用含义；董仲舒《春秋繁露》亦如此。然而《管子》《庄子》及马王堆帛书

《经法》里面的“帝”“帝道”已不限于日常语言范畴，值得深入推敲。

倘若追问“黄帝”形象、“黄帝之道”出现于思想世界有什么必然性的话，则需要考察春秋中

晚期迄至汉初数百年间恢弘无情的历史进程。始于春秋时期的“变法运动”此起彼伏、方兴未艾，

乃是“礼崩乐坏”“王道陵夷”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不过这种表现形式体现了制度设施层面上新

创设；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夷夏问题，以及规模空前的兼并战争，极大地促进了政治转

型、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旧制度（礼乐文明）似乎行将就木，大革命即将摧枯拉朽。《淮南子》道

出了其中的秘密、点出了问题的关键：

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太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擐甲胄，以伐无道而讨不义，誓师牧野，以践天子

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

丧，殡文王于两楹之间，以俟远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公子

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

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

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

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

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淮南子·要略》）

可以说，这两段话前一段说的是周初确立的“王道政治”，后一段说的是春秋早期的“霸道秩

序”；春秋以来的政治理念和秩序模式庶几无出其外者。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管子》一书既留存了

管仲创立霸业时期的思想遗产，也有后来进一步发展出来的、超出“霸道”的思想内容；那么我们

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认为《管子》所载的思想内容仅仅是“王霸并用”？《淮南子》特别强调“帝道”，

屡言“帝王之道”“帝王之事”，推考其渊源，似乎能够追溯到《管子》《庄子》诸书1。《管子》语曰：

“（黄帝）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管子·地数》）可谓一语中的2。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帝”形

象就是某种社会意象与政治符号。史册记载的“黄帝”只是上古传说的残迹3，儒家宗师孔、孟以

及儒家所传的《春秋》（《公》《穀》两传）都绝口不提“黄帝”，热衷于渲染黄帝故事的，反而是道

1例如《管子·任法》：“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炉，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

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

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轻重戊》：“管子对曰：‘虙戏作，造六峜以迎阴

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黄帝作，钻燧生火

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𦝩之病，而天下化之。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

置木为闾，民始知礼也。当是其时，民无愠恶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凿二十虻，韘十七湛，疏三江，凿五湖，道

四泾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薮，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

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𢚏，合阴阳，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则当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对曰：‘并用而毋俱尽

也。’公曰：‘何谓？’管子对曰：‘帝王之道备矣，不可加也，公其行义而已矣。’”《庄子》出现“帝王之道”的例子详后

文。可见，《管》《庄》等书乃是“帝王之道”思想的渊薮。

2徐中舒怀疑黄帝传说源于齐地，因为黄帝之传说最早见于《陈侯因齐敦》，即战国齐人邹衍著作。（徐中舒：《陈侯四

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册，1933年）

3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左传·昭公十七年》《国语·鲁语上》《国语·晋语四》以及《逸周书·尝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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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法家和阴阳家1。司马迁曾说：“百家言黄帝。”2似乎黄帝更多见于“诸子百家语”，而不是经传

所载3。从民族融合角度看，出现于思想世界的远古圣王（历史记忆和想象结合在一起）折射了民族

融合的思想史，至于围绕着他们的传说有多少“历史性”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当别论。一般而言，

时代更为悠远的圣王更有成为各民族“共祖”的优势。例如：尧、舜、禹要比殷祖契、周祖稷更具广

泛的整合力与号召力。契、稷只是诸夏民族的宗神，尧、舜、禹是却被华夏和四夷民族共同认同的

始祖，也是夷狄认同华夏文化的重要符号载体。从这个意义上看，“黄帝”（以及炎帝）的“覆盖面”

“适用性”更为普遍、更为广泛，传说—历史谱系中的“辈分”也更高4。总之，“黄帝”（作为一个

政治文化之符号）能够打破地域、民族的藩篱，使原本以邻为壑的不同种族、文化得以整合，抟聚为

一个新的有机整体。那么，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中期以降的“黄帝”形象，恰好体现了维系共同的

政治、文化与精神信仰的历史诉求，反映了向往“天下归一”“大一统”的政治要求5。黄老政治哲学

尤其重视的“一”“执一”也包含了“天下归一”的政治意义6。“黄帝”出现于思想史，正是因应了时

代精神，黄老政治哲学推波助澜，以“黄帝”为号召，于其时流行的王道、霸道之外寻求新突破，“帝

道”于是乎应运而生。顾颉刚曾说，古史上以黄帝为主角、为中心的一统世系成熟于战国时期，而且

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的黄帝形象确与道家黄老思想的流行有关7。顾颉刚还说，古之“帝”“天”互

文，而战国年间的兴起的“帝制运动”，乃是“王”升级为“帝”的结果8。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陈

侯因齐敦》标榜黄帝，旨在为“田陈纂齐”张目，其曰：

陈侯因齐曰：皇考孝武桓公（陈侯午）恭哉，大谟克成。其唯因齐，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

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9

齐国稷下学宫广纳贤士，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而“位列上卿”，其中大部分都有黄老学思

想背景。这表明黄老学思想与时代、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十分积极，同时古代政治的发展与转

型亦需某种思想形式予以表达，并开辟草莽。政治转型、制度更张和思想突破之间的关系如此。这

也许就是黄帝形象、黄帝话语蕴含着政治哲学意味的重要原因吧。

1吴光说：“战国中期以后，诸子百家几乎都言黄帝。道家如《庄子》、《鹖冠子》、《吕氏春秋》，法家如《商君书》、《韩

非子》，儒家如《尸子》、《荀子》，兵家如《孙子》、《尉缭子》，阴阳家如邹衍等，都或多或少地记载着黄帝治国之言或黄

帝征伐之事。”（吴光：《黄老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6页）

2《史记·五帝本纪》：“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3这并不是说，《春秋》（史册）中没有关于黄帝的记载，实际上《左氏春秋》和《国语》都记载了黄帝传说。儒家所传

的文献《五帝德》《帝系姓》两篇，亦载黄帝，何以司马迁说“儒者或不传”？顾颉刚指出，《五帝德》《帝系姓》两篇，以及

《史记·五帝本纪》，“都从神话中汰濯而来。”（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176页）

4《庄子·盗跖》语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淮南子·修务训》：“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

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5实际上，古史传说中的蚩尤臣服于黄帝的故事，银雀山《孙子兵法·黄帝伐赤帝》的记叙，都表明了“黄帝”是战无不

胜、天下归一的象征符号。

6郑开：《试论黄老文献中的“一”》，《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

7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126～127页；

第224～225页。

8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176～177页。

9兹依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批判》中的释文，其中“铭文古字或假借字已改为今文。”（《郭沫若全集·历史

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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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庄子》《管子》诸书颇载“帝王之道”“帝道”，值得注意1。《庄子》出现“帝”字达70

余次，其言“帝道”“帝王之德”甚蕃。从这些语词出现于其中的语境考察，它们似乎建构某种不拘

于俗、超出现实政治的政治合理性，以及另辟蹊径，别构种种“祖述尧舜”（儒家政治传统）之外

的圣王谱系。《庄子·应帝王》篇的思想主旨是什么？郭象解题《应帝王》说：“夫无心而任乎自化

者，应为帝王也。”可谓得之。就是说，《应帝王》篇关切的问题在于政治，确切地说是超然于秩序

之上的政治。《应帝王》篇“浑沌故事”提示了从浑沌与秩序之间思考政治问题的辩证思维。“浑

沌故事”之中出现的“南海之帝”“北海之帝”“中央之帝”的“帝”字暗示了政治寓意。

《天地》篇所谓“帝王之德”虽然较为抽象，却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涵义，它的参照系就是“尧

舜之教”，就是针对“大圣（尧舜）之治天下”之政治模式而发。《天道》篇把“帝道”置于“圣道”

“天道”之间，表明了“帝道”的重要性，至少在这里没有提及早期政治思想里最炙手可热的王道和

霸道；然而“帝道”具体含义却不太明晰，它与“圣道”“天道”之间的关系也是模糊的。《庄子》的思

想史料足以启发我们从更广阔的思想史视野考察“帝”（特别是黄帝）和“帝道”出现于思想世界的

必然性，估计它可能反映了新的政治、建构新的国家之政治哲学新思维，以超脱于既有的王道、霸

道。我们还有理由推想，战国秦汉年间涌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黄帝之道”（例如“黄帝书”和“黄

帝言”以及方技术数传统里的“黄帝”）何尝不是“帝道”的一部分，抑或“帝道”的附庸！ 

如果说《庄子》黄老篇什提及的“帝道”内涵含混不清（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抽象原则），需

要分析的话，那么见于《管子》的“帝道”似乎更容易把握。例如《管子·兵法》提出皇、帝、王、霸

（道）四种政治模式：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

虽然语焉不详，但《兵法》首先提出了“皇帝王霸”这样一个政治序列（同时也是政治历史），

而且置于“道德之意”之下，并通过“道德之意”予以阐述，具有意味深长的思想史意义。《管子》

比《庄子》更具体、更明确阐述了“帝道”区别于“王道”“霸道”，例如：

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殷人之

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管子·国准》）

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民始知礼

也。当是其时，民无愠恶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凿二十虻，韘十七湛，疏三江，凿五湖，道

四泾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薮，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皂牢，服

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 ，合阴阳，而天下化之。（《管子·轻重戊》）

值得注意的是，《管子》提出了一个“黄帝时代”及其政治，比唐虞时期和夏商周三代（这恰

好就是儒家所艳称的黄金时代）更为邈远，也许同样重要，因此管仲在回答“当世之王者何行而

可？”的问题时说：“并用而毋俱尽也。”那么“帝王之道”似乎就是对前代政治的批判继承而已。

从这个角度或者仅仅从以上材料分析，管仲学派似乎主张王霸并用；然而《管子》的其他部分内容

却又展现出了“帝道”针对“周文”、超越“唐虞之道”“文武之道”的远大抱负。《管子》这部书成

分复杂，包含了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著作，出现相互龃龉、彼此矛盾的说法其实很正常。重要的

是，《管子》屡言“帝、王、霸”，言外之意清晰可闻，例如：

1详见郑开：《〈庄子〉浑沌话语：哲学叙事与政治隐喻》（《道家文化研究》第29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及前揭《黄老的帝道：王霸之外的新思维》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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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管子·乘马》）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炉，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

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

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管子·任法》）

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管子·禁藏》）

可见，《管子》诸篇什濡染了斑驳流丽的黄老色彩。所谓“黄老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依据

“道德之意”立论，且以“无为”等老庄以来的政治哲学概念进行思考和阐述；二是以黄帝为象征

符号，寄托了“霸道”和“法刑”等方面的新内容（也是实质内容）。《管子》反复强调“无为者帝”

（《乘马》《势》），表明“帝道”之核心在于“无为”，当然是资取老庄政治哲学的结果。前引《庄

子·天道》也是特别强调“无为”这一核心政治哲学概念。可以说，如果说“帝王之道（德）”具有

某种政治哲学内涵的话，“无为”就是其核心内容。这也是老庄政治哲学与黄老政治哲学的连接

点。《幼官》提到的“九举而帝事成形”，使我们想起了《庄子》“九变而赏罚可言。”（《天道》）另

外《任法》篇刻意对比了“尧之治天下”与“黄帝之治天下”的区别，其政治观念已不同于前引《国

准》《轻重戊》：“黄帝之治天下”优先且优越于“尧之治天下”，换言之，“帝王之道”“黄帝之

道”优先且优越于“唐虞之道”。这是用政治哲学的理论语言阐述了西周以来的德政传统、礼乐文

化可以弃置，新的政治、国家（天下）、秩序有必要创构之理由。

“黄帝”形象出现于思想史，一方面引发了“三皇五帝”谱系的形成和反复重构1，另一方面塑

造了一种思考政治秩序的理论模式；黄老学（特别是黄老政治哲学）有力推动了第一个方面，同时

支配了第二个方面。《淮南子》的著述旨趣，《要略》自命为“穷道德之意”，更具体一点说，就是阐

述三个问题：“天地之理”“人间之事”和“帝王之道”。通过“道德之意”以探究和阐述“帝王之

道”可以说是黄老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与理论特色。

马王堆汉墓出土黄老古佚书之《称》提到了“帝者”“王者”和“霸者”，明确是指三种不同的

政治理念与模式，这一点应该没有疑义。《文子》曰：“王道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

动，一度而不摇，因循任下，责成而不劳，……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国之所以明矣。”

（《自然》）这里所说的“王道”显然不同通常意义上的王道，而是“帝道”的另一种说法。一个比

较令人困惑的例子是《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和“霸道”，孝公没

有什么兴趣，最后商鞅说以“强国之术”。虽然孝公青睐的是“强国之术”，商鞅却说：“然亦难以

比德于殷、周矣。”这段记载中的“帝道”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商鞅推崇“王道”而不是“帝道”呢？

1“帝道”观念的影响力也投射于历史文化意识之上，甚至成为重塑历史记忆、历史编纂的基础观念。葛志毅指出，司

马迁《史记》之编纂，起自黄帝迄于汉武，“以记封建世代终始”（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从内容方面分析，《史

记》记录了五帝、三王、春秋五伯（霸）及战国七雄几个历史阶段，然而按照司马迁“三五之运”的历史观，《史记》历史

分期框架里面隐然有“三皇”时期之影踪。（葛志毅：《司马迁史记先秦史分期框架全壁之论拟》，《学灯》第2辑，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7年）这一说法极具启发意义，堪称洞见。《史记》之历史脉络既然呈现为“帝、王、霸、力”，则未免濡

染了黄老帝道观念。“皇”出于增益，从历史记忆方面说，它既缺乏文献传说之依据；从政治思想方面考察，“皇道”亦

难免空洞化—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例如前引《管子·兵法》）然而，汉代以后的历史编纂和历史观念却特别执着于

“皇帝王霸”之历史—政治模式，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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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器指出：“此传者矫妄之辞，太史公采入《列传》，失审谛矣。” 1这个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黄老政治哲学屡言“治国”，然而更多的是谈论“治天下”。从政治学角度审视，“天下”似乎

不是一种政治性概念，它（“天下”）是怎样的国家呢？应该说，春秋战国年间已经酝酿了普遍的

“天下意识”2，深化了早期思想史中的政治观念，甚至我们可以说，从天下—国家角度思考问题

才能称得上政治哲学，否则只能是政治学思维（例如“治国”“君道”等）。

黄老政治哲学的思考和表达往往比较抽象，尤其是关于“帝道”的阐述更是复杂幽微，耐人寻

味。表面上看，黄老学著作中的“帝道”特别热衷于描摹和阐述那种虚无缥缈的“政治”与“伦理”，

似乎不着边际；同时又隐约具有某种现实针对性。它更像一个筐，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拣

择点什么东西放入其中，比如说道德与仁义、尊德与尚贤、隆礼与重法、因循与无为等等，皆呈现于

“帝道”之内，并且予以新诠释，可见惟有“帝道”能够囊括黄老政治理论的根本宗旨。“帝道”是黄

老政治哲学的主线与核心，其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我认为还是“道德之意”（例如“无为”）“道

法”“内圣外王”等等。道法关系或者道法之间的张力体现了黄老政治哲学的“政治性”。

如果说老庄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玄德”，那么黄老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就是“帝道”。笼

统地说，黄老学总是在“道德之意”的原则前提下谈论“帝道”“帝王之道”。然而“玄德”与“帝

道”之间的关系也很值得探讨。试举马王堆出土黄老帛书的例子如下：

天下太平，匹以明德，参之于天地，而兼覆载而无私也，故王天下。……王天下者有玄德，有□□

独知□□□□王天下而天下莫知其所以。王天下者，轻县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智，故

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马王堆帛书《经法·六分》）3

我们知道，道家罕言“明德”，儒家讳言“玄德”。马王堆帛书这段话同时出现了“明德”和“玄

德”，是个特例。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围绕“明德”概念组织起来的那段话—“天下太平，匹以

明德，参之于天地，而兼覆载而无私也，故王天下”云云，几乎就是对“王道”的某种概括，而依据

“玄德”概念建构起来的政治哲学之语境—“王天下者有玄德，有玄德独知王术，故王天下而天

下莫知其所以”云云，则旨在阐述“帝道”。可见，《经法》认为“玄德”更胜一筹、更进一境。

而且，“玄德”与“帝道”的实质内容都可以归结为“无为”，或者说以“无为”为中心思想。从

某种意义上说，黄老政治哲学进一步发展了老庄以“玄德”“无为”概念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帝

道”观念亦汲取了“玄德”“无为”概念及其理论，并予以了推陈出新（比如说名理和道法等理

论）。例如《庄子·天道》：“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

《天道》篇那段话尽管没有出现“玄德”语词，却有“玄德”的意思。《老子》里面只出现“侯

王”而不见“帝王”，这段出自黄老学者的话却出现了“帝王”语词，恰好表明黄老之帝道也是通过

1《商君书锥指·叙》，中华书局，1986年。此说未详何据。但无论如何，《史记》记载商鞅所说的“帝道”有点儿模糊不

清，因为今本《商君书》既不见“帝王之道”，又屡言“霸王之道”，更难解的是出现了这样的话：“故圣王之治也，慎为

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壹言》）

2王玉彬：《庄子哲学的天下观念》，《道家文化研究》第29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3按，篇名《六分》，李学勤以为应作“大分”。原文颇多讹夺、异文，兹依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中

华书局，2004年）、裘锡圭《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华书局，2014年）校订文字、增补脱文，以省观览。又按“有

□□独知□□□□王天下”句，魏氏以为可补为“有玄德独知天之道而王天下”，可资参考。《管子·霸言》：“夫王者有

所独明。”《商君书·更法》：“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申子曰：‘独视者谓明，独听

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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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概念进行思考和阐述的；另外，这段话所说的“无为”这一关键理念，还隐含了“无为而无不

为”的意味，“无为而天下功”岂不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另一种表述吗？ 

我的结论非常明确：黄老政治哲学创发出来的“帝道”，不但开出了早期政治思想的新生面，

而且推动了由王霸之道向帝王之道的思想转折，具有石破天惊的重要意义。“礼崩乐坏”“王道陵

夷”愈演愈烈意味着西周以来的宗法封建制度每况愈下，积重难返。如果说周秦之变奠定了秦汉

以来王朝国家的政治制度基础，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它的理论依据或思想形式仍是王霸之道！秦汉

政治的奠基者是不是黄老及其标榜的“帝道”，这一点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讨论。但无论如何，黄

老政治哲学最重要的思想动机就是在既有的王道和霸道之外别辟新途，帝道或帝王之道就是这

种新思维的产物，也是这种新思维的体现1。

三、执一与道法：“道的治理”如何可能？

王中江教授近年研究“道的治理如何可能”问题2，颇富启发性，可谓益人神智。的确，道家黄

老学经常谈论的“抱道执度”（马王堆帛书《道原》），然而“道”是无形的，难以捉摸，如何能够

示诸指掌呢？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把握“抱道执度”呢？下面我们试通过“执一”概念及其

理论，以及“道—法关系”予以进一步讨论；因为前引《道原》把“抱道执度”理解为“执一”，《文

子·道原》又把“执一”解释为遵循道法原则3。

道家黄老学渊源于老庄。换言之，黄老学以老庄深邃抽象的哲学理论为基础，进而兼综、熔铸

诸子百家之说而拓展创新。那么从老庄、黄老之间张力的角度分析其异同，乃是分析黄老学思想

内容的重要方法。老庄和黄老都比较关注“一”的概念及其理论，问题在于，黄老政治哲学热衷讨

论的“一”“执一”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

（一）比较而言，老庄重视“无”而黄老青睐“一”。一个很有趣也很值得探究的问题就是：从

“无”到“一”是否足以概括从老庄哲学到黄老思想的发展趋向呢？

老庄哲学确立了通过“无”阐明“道”、诉诸“无”的概念提示“道的真理”之思考传统。作为

哲学概念的“一”虽然出现于《老子》《庄子》，但它不具有支配整个道家哲学理论的作用与意义，

尚不能比拟“道”“德”“无”等概念。请看两个例子：

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为

天下贞。（《老子》第39章）

第一段话我们耳熟能详，它以宇宙创化论形式阐述了道物关系。“道生一”的“一”，表面上

看，只是本原区别于“杂多”（万物）的特征而已，然而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它具有两层含义：

1郑开：《黄老的帝道：王霸之外的新思维》，《道家文化研究》第30辑，中华书局，2016年。

2王中江：《黄老学的法哲学原理、公共性和法律共同体理想—为什么是“道”和“法”的统治》，《简帛文明与古代思

想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55～456页。

3马王堆帛书《道原》：“抱道执度，天下可一也。”《管子·心术下》：“执一而不失，能君万物。”《文子·道原》：“圣

人一度循轨，不变其故，不易其常。”《韩非子·扬权》：“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按两本《道原》所说的

“执一”兼容“道”“法”，《管子》则主要指“道”，《韩非子》偏重于“法”。因此“执一”的含义应从具体语境推敲，这

一点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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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抽象的、形上层面的“一”，不同于“一二三”，亦超乎数字序列之外；这个意义上的“一”近乎

浑一的“道”，因而庄子也用“浑沌”表象之。（2）反映了宇宙论意义的道物关系，就是说“一”乃由

“无”之“有”的中介或过渡，这个意义上的“一”更多交涉于“二三四”之数字序列；历史上其诠

释为“浑一元气”，自有其道理。由此可见，我们还不能贸然将老庄哲学中的“一”统统视为“道”

的代名词，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它出现的语境中予以准确把握。第二段话似乎已经渗入

了“黄老意”，至少旧注对它的解释濡染了黄老思想。问题是《老子》第39章中的“一”是否“道”

的别称？王弼《老子注》曰：“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第39章）“万物万形，其归一也。”（第42

章）王弼没有把“一”简单等同于“道”，反而认为“道”就是“无”。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庄子对“一”的阐发很有特色。他提出了几个重要命题：

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

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庄子·知北游》）

“道通为一”属于形而上学命题，应该从抽象的、不可测度的万物齐同（“一”）的角度来理

解。“通天下一气”命题可以认为是个自然哲学（物理学）范畴，而“圣人贵一”命题比较复杂，其

中既内蕴了心性论之端倪，也包含了境界说之趣向，更具有政治哲学之维度，应该从万物齐同—

“一”的另一种表述—的角度来理解。比较起来，黄老学派谈论“执一”“守一”更重视从政治

（政治哲学和政治学两个层面）角度阐发其意义，而不像老庄那样更关注宇宙论与形上学。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老子》第10章）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第22章）

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简帛诸本《老子》）

从“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这句话的语境中来看，“抱一”的含义仍是“无为”“自然”，即便是

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传世本“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简帛诸本（马王堆甲乙本、北大汉简

本）作“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更明确了这句话的政治哲学意味。然而，“载营魄抱一”之“抱一”，

不同于“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之“抱一”，它的确切含义是指形神抟一（相即不离）：首先应该从治气

养生之术的角度予以理解，其次需要延伸至心性论层面进行分析。这样看来，老庄所说的“一”，涉及

宇宙论、形上学和政治哲学等方面的内容；老子所谓“抱一”“执一”则主要出现于养生—心性和政

治哲学之思想语境。比较起来，黄老学虽然也谈论宇宙论和形上学意义上的“一”，甚至发展出了混

杂繁复的“太一”概念及其理论1，但它主要关切则聚焦于政治问题。黄老诠释老庄以来的“道”，一

个重要特点就是倾向于把“道”诠释为“一”，不同于老庄以“无”释“道”；另外黄老学派更热衷讨论

“执一”“守一”，把“执一”（“守一”）当作“执道”（“守道”）的代名词，例如：

一者其号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抱道执度，天下可一也。（马王堆帛书

《道原》）

帛书《道原》言“一者其号也”乃是一个关键的细节。“其”指的是“道”，那么“一”就是“道”

的名号、标识；换言之，“道”一旦进入了语言建构起来的思想世界，或者说进入了充满了政治性、

社会性和意识形态的现实世界，就被黄老学者表述为“一”。《韩非子·扬权》印证了这一点。可

见，黄老政治哲学语境中的“一”乃是“有名”的东西，而老庄哲学里面的“道”终究是“无名”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老之不同于老庄，部分体现在黄老政治哲学之思考以“刑名”为起点，而老庄

1郑开：《试论黄老文献中的“一”》，《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



60

则以“无名”为归宿。黄老文献经常出现的“一之解”“一言之解”，例如：

是故圣人一言解之1。上察于天，下察于地。（《管子·心术下》）

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公之谓也。……一言之解，上察于天，下极于地，蟠满九州。

（《管子·内业》）

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淮南子·原道训》）

我曾对《管子》《淮南子》提到的“一之解”“一言之解”困惑不已，误以为指“令行禁止”“一

言堂”而已。现在根据黄老帛书《成法》篇，可以进一步明确“一言”其实是指抽象的“言”、根本

的“言”，而不同于日常语言；其实质内容就是“天下成法”，就是宪章法令。问题是，宪章法令不就

是日常语言表述和建构的么，“一言”岂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我认为，黄老学派和法家学者

就很清楚：无论“礼”还是“法”，皆出乎“名以制义”，都诉诸日常语言而确立；然而他们提出“一

言”的思想动机十分深刻，就是因为法的制度设施逐步完善、法的精神不断滋育，需要更深刻的基

础，那就是“道”。“一言”就是某种理论语言，把“道”“法”两端结合起来，赋予“法”无比深刻的

基础，这就是“一言之解”能够“上察于天，下极于地”“施四海，际天地”的原因。换言之，“一言”

同时涵摄了“道”“法”两个方面：“一”是“道”的别称；同时又是“天下成法”的最高原则，该最

高原则十分抽象，具有“一言而止”的特征。总之，黄老政治哲学所谓“一”，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

“道”“法”2。

（二）圣人和百姓同样是黄老学尤为关切的问题，但黄老学者对该问题的阐述却十分抽象，换

言之他们诉诸理论性语言进行阐述。

（1）黄老学一方面继承了老庄“圣人”观念，同时又发展了它。黄老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发

展了老子“知常曰明”、庄子“莫若以明”的哲学洞见，更深入讨论了“神明”（精神知觉）诸问题，

尤其是强调了“神明”之“独见之明”的意义；而“通于神明”（神明来舍）“独见之明”既可以指体

证“道的真理”之境界，也用以描述“圣人”“君人”（最高统治者）。比如说：

王天下者有玄德，有□□独知□□□□王天下而天下莫知其所以。（马王堆帛书《经法·六分》）

知天之所始，察地之理，圣人弥纶天地之纪，广乎独见，□□独□□□□□□□独在。3（马王

堆帛书《称》）

申子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必有独闻之聪，独见之明，然后能擅道而行矣。（《淮南子·汜论训》）

独见者，见人所不见也；独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见人所不见，谓之明；知人所不知，谓之神。

（《淮南子·兵略训》）

黄老学派谈到“君道”时，总是强调“独立不偶”“独见之知”“独闻之听”，用《管子》的话

说就是“夫王者有所独明。”（《管子·霸言》）《庄子·天地》篇里的一段话也许是隐藏较深（准确

说，就是镶嵌于道论之中的政治哲学话语）的“黄老言”：“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

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这段话，与“素逝而

1王念孙曰：“一言解之”当作“一言之解。”

2《鹖冠子》曰：“守一道制万物者，法也。”（《度万》）“一为之法，以成其业，故莫不道。一之法立，而万物皆来属。”

（《环流》）

3按：释文中的通假、异体字已从魏启鹏《笺证》、裘锡圭《集成》校改，以省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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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通于事，立之本原而知通于神”一样，皆表达了“王德之人”的特质和权能。最高统治者所具有的

“独”（“独立”“独见”“独闻”“独明”）的特质与权能，其实就是圣人掌握“道的真理”（亦即直

观“体道”的精神境界）的另一种表述；因为“独见”“独闻”能够洞见无形之上幽眇玄冥的事物本

原，蹑近“通天地之精”“通于神明之德”之精神境界，一如前引《天地》篇所说。

静则平，平则宁，宁则素，素则精，精则神。至神之极，见知不惑。帝王者，执此道也。（马王堆帛书

《经法·论》）

可见，黄老学派心目中的“明君”“圣王”其实就是、应该是“体道者”“得道者”。如果我们姑

且启用“道—法”表示黄老政治哲学、法哲学根源于道家形而上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意义上

的“法”奠基于“道”，那么黄老政治理论之“道”“法”两个范畴就不能被割裂为两截。换言之，

“道—法”关系意味着“道”“法”之间的内在一致。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黄老学“明君”“帝王”

“圣人”表象的关键所在。犹如“道成肉身”，围绕“道”“法”展现的政治理念“肉身化”“形象化”

为“明君”“圣王”。而所谓“道”“法”之治理，也就成为某种“圣王之治天下”。综上所述，黄老学

所谓“主术”，涉及了政治学意义上的“治之辔”“御民之辔”（《管子·牧民》）同时还涉及更深刻的

政治哲学层面上的“道德之意”；实际上，前者（政治学）恰是后者（政治哲学）的“贯彻落实”：

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观乎无穷，誉流乎无止，此之谓定性于大湫，命之曰无有。（《吕氏

春秋·审分览》）

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独立而无稽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

（《管子·君臣上》）

既然能够使“天下归一”的“帝王”“明君”是或应该是“体道者”，那么“帝王”“圣人”“明

君”（最高统治者）就具有了某种属性与权能，超出了百姓和庶民，犹如“道不同于、超越于万物”

之特质与优先性。比如说，黄老学标榜的“明君”“明王”“圣人”，“藏形匿影，群下无私”（《邓析

子·无厚》）“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2章）犹如“道”视之不见（“无形”）、听之不

闻（“无声”）、抟之不得（“无朕”）之特质1。值得注意的是，黄老学派和法家据此阐明政治学意

义上的“独断”（集权专制），例如李斯说：“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

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以夺谏说忿争之

辩。”（《史记·李斯列传》引）总之，黄老学派和法家都试图在政治上强调君主（中央）集权，与此

相应，他们也特别重视帝王君主之“独见”“独明”“独断”之能，既包含了内向性的“心术”层面之

为“主术”奠定基础，也折射出了“天下归一”“中央集权”的政治诉求。黄老文献中的“一”，可以

说抽象表达了天下一统和中央集权之政治期望。

（2）黄老学主张君人（最高统治者）“独见”“独知”“独明”的同时，还强调了“乘众人之智”

“因百姓之能”。以此为基础，我们探究一下黄老政治哲学语境里的君臣关系。

应该说，老子“莫之命而常自然”（第51章）“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64章）等命题里面

已经蕴含了“因循”意味。庄子则更为明确地论述了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因”：

1张舜徽指出，董仲舒深得黄老学的精髓，其曰：“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

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春秋繁露·离合根》）、“为人君者，其要贵神。神者，不可得而

视也，不可得而听也。是故视而不见其形，听而不闻其声”（《立元神》）、“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移，行不言之教。寂

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保位权》），都表明了这一点。（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中华书局，1982

年，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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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为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陈者，法也；

远而不可不居者，义也；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节而不可不积者，礼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

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为者，天也。故圣人观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谋，

会于仁而不恃，薄于义而不积，应于礼而不讳，接于事而不辞，齐于法而不乱，恃于民而不轻，因于物

而不去。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不明于天者，不纯于德；不通于道者，无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

夫！（《庄子·在宥》）

百姓和万民在古代社会中卑贱如尘土，在古代思想世界里往往也是隐匿的失踪者。尽管《尚

书》记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尽心下》），多少有一点点民本思想的萌芽，但总的来说，视民为草芥乃是早期政治思想的常

态。这样看来，《在宥》篇所载的政治哲学思考岂容小觑？从道物关系审视“物”，物各有宜；从君

臣关系看待“臣（民）”，“臣（民）”各有能。因此黄老学文献出现了不少这样的论说：

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心虑，以天下之力争。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

修通，群臣辐凑。（《文子·上仁》）

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韩

非子·解老》）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导之，因随物之容。故静则建乎德，动则顺乎道。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

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

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资而载一人之身，不随道理之数而学

一人之智，此皆一叶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丰年大禾，臧获不能恶也。以一人力，则后

稷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故曰：“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韩非子·喻老》）

故曰：“其出弥远者，其智弥少。”此言智周乎远，则所遗在近也，是以圣人无常行也。能并智，故

曰：“不行而知。”能并视，故曰：“不见而明。”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故

曰：“不为而成。”（《韩非子·喻老》）

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目必，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

矣，非不弊之术也。耳必，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

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已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

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韩非子·奸劫弒臣》）

第一段和最后一段话最为明白透彻：无论是从政治学意义上说还是从政治哲学视角看，君臣

关系网络（亦自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官僚制度）里面的“臣民”就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了。最

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商鞅的法治实践，已经略具“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意思；（《史记·商君列

传》）实际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亦内蕴于“法”，是“法的精神气质”的显现。马王堆黄老帛

书《称》里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霸者臣，名臣

也，其实宾也；危者臣，名臣也，其实庸也；亡者臣，名臣也，其实虏也。”依照前文的梳理和分析，

可以把这段话解读为：帝道体系中的君臣关系不同于王道和霸道，“臣”虽然仍是“臣”，却可能成

为“君”（帝）的“师”。这一思想部分地反映了君臣关系中的“臣民”的可能地位与作用，也算是思

想史上的新鲜事物。饶有趣味的是，儒家著作反复塑造出来的尧、舜、禹之谱系，同样强调了政统

和师道两个方面；也许儒家学者有意无意汲取了黄老思想，亦未可知。

（三）最后我想从“因循”“无为而无不为”等方面继续展开讨论。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



63

语能说清楚的，下面试着把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内容做个扼要概括。

道家黄老学派还巧妙地发挥了《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庄子》“藏天下于天下”政治哲

学思考之余韵，发展了出了某种自然法理论，从而为法治主义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抱道执度”有

什么实质意义的话，那就是韩非子所说的“以法为本，以道为常”之法治主义。黄老和法家所称的

“法”已经具有了law的公度性意义，体现了“一”和“公”的政治理念，这也是我们了解其君臣关

系、百姓政治经济权益的基础之一。

实际上，“一”和“公”的法哲学思想隐含在老庄哲学关于道物关系的讨论中，黄老学派（含部

分法家者流）进一步发展了它。据《庄子·天下》篇记叙，彭蒙、田骈、慎到之学要旨在于“齐万物

以为道”1。考诸黄老学文献，不难发现渊源于“齐物”思想的“一”和“公”乃是“因循”原则的形

式与内容：

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

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

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慎子·因循》）

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

上皆用之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能去取焉。是故不设一方以求于人，故所求者

无不足也。大君不择其下，故足。不择其下，则易为下矣。易为下则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谓太

上。（《慎子·民杂》）

蒙文通说，这就是彭蒙、田骈、慎到“齐万物以为首”之意，那么“齐物论者，于黄老为蘧庐，于

庄周为宗佑。”黄老学特别强调“因循”，与老庄划然有别2。蒙文通进一步指出，“因循”（因性自

然）思想，也许出于慎到一派黄老学的发明，而其理论渊源仍在于“齐物”。《淮南子·齐俗训》脱

胎于田骈、慎到的“齐物”思想3，其曰：“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齿，筐不可以持

屋；马不可以服众，牛不可以追速；铅不可以为刀，铜不可以为弩；铁不可以为舟，木不可以为釜。

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这便是“使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

宜，为其能”之“原人之性”思想的体现。我认为，《慎子》（或田骈、慎到学派）所着力阐发的因循

原则，奠定了黄老道家“由道入法”的理论基础。有的论者认为可以将黄老学派称为“道法家”。黄

老帛书《经法》亦曰：“道生法。”岂虚语哉！

黄老学推崇“因循”和“法的精神”，逻辑上包含了乘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之原则。《韩非

子》引申子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又引管仲曰：“因能而受禄，录功而与官。”（《外

储说左下》）《韩非子》引述管仲之言，和《管子·轻重丁》的记叙比较吻合。实际上，从《管子》到

《韩非子》之间的黄老文献颇载相同或者类似的思想史料，以《管子》为例，所谓“因（循）”的含

义广泛，包括：“因时”（《宙合》）“因民”（《兵法》）“因人之情”（《心术上》）“因俗”（《正世》）

“因天地之道”（《侈靡》）等。

“因循”“因任”不仅仅只是某种出乎阴谋计较的“术”而已，重要的是它包含黄老学者对于

“道”的新拓展，正如司马谈所言：“道家以虚无为本，因循为用”，亦如蒙文通所论，“因循”乃黄

老思想的特质。“因循”观念与“法治主义”思想的相遇与结合十分耐人寻味。黄帝之所以能够垂

1“道”字原文省夺作“首”，应从奚侗说校改为“道”。说详崔大华：《庄子歧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54页。

23蒙文通：《古学甄微》，第260～262页，第270页。



64

手而天下治，道家黄老学派之所以能够标榜“无为而无不为”“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要害在

于“道—法”的统治，请注意不是依据“道”的原则的统治也不是本着“法”的原则的统治，而是诉

诸无为政治哲学原则下的“法治”。也就是说，黄老学派（包括部分法家者流）的法治主义，并非世

俗性的法治主义（这是一般意义上的法治主义），而是奠基于深邃“道德之意”（要旨在于无为）基

础上的、特殊形态的法治主义。黄老和法家明确认为“法”才是—确切说，应该是—政治秩序

的核心要素，他们总是自信且毫不妥协地主张“任法”，似乎传统政治思想之“尊德”“亲亲”“尚

贤”等原则，早已落后于时代，成为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东西了。

黄老政治哲学如此激烈地反传统，其理论自信究竟从何而来？不言而喻，老庄哲学的批判性

力量是它的重要思想资源，风云变幻的大时代赋予了它使命感和针对性；另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就是黄老政治哲学的创发力，这一点比较容易被忽视。较之老庄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黄老政

治哲学拓展了新的理论思考空间，比如说“道法之间”1；再比如说黄老学派独具特色的自然法理

论。现在我们不妨从一个细节开始讨论黄老政治哲学之“自然法理论”。《管子》说：“无代马走，

无代鸟飞，此言不夺能。”“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

（《管子·心术上》）这是对因循原则的形容化、具象化表述。黄老帛书《论》指出： 

天执一，明三，定二，建八正，行七法，然后施于四极，而四极之中无不听命矣。蚑行喙息，扇蜚

蝡动，无□□□□□□□□□□不失其常者，天之一也。天执一以明三。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

之稽也。月信生信死，进退有常，数之稽也。列星有数，而不失其行，信之稽也。……天建八正以行

七法。明以正者，天之道也。适者，天度也。信者，天之期也。极而反者，天之生（性）也。必者，天之

命也。□者，天之□□□□□者，天之所以为物命也。此之谓七法。七法各当其名，谓之物。物各合

于道者，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逆顺各自命

也，则存亡兴坏可知也。

强生威，威生慧，慧生正，正生静。静则平，平则宁，宁则素，素则精，精则神。至神之极，见知不

惑。帝王者，执此道也。是以守天地之极，与天俱见，尽施于四极之中，执六柄以令天下，审三名以为万

事□，察逆顺以观于霸王危亡之理，知虚实动静之所为，达于名实相应，尽知情伪而不惑，然后帝王

之道成。2

出现于这段话中的“蚑行喙息，扇蜚蝡动”云云，屡见于《淮南子》《新语》等书，似乎已经成

为某种“套语”或“格式化表达”。思想史料中的“套语”“格式化表达”可能是某种“有意味的形

式”。我的看法是，“蚑行喙息，扇蜚蝡动”八个字表达了“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

羽翼”的意思。更进一步推敲，不难发现黄老帛书试图将其“帝王之道”建立在天道有常的自然法

理论之上。也许可以说，黄老关于人间秩序的思考，始终围绕着秩序抑或秩序重建这一主旨展开；

在自由与秩序之间的矛盾关系中，如果说庄子更加重视自由（精神自由），那么黄老学显然偏重于秩

序。更耐人寻味的是，黄老学汲取了老庄哲学深邃的自然概念及其理论，并把它进一步发展为“天

道—自然”形态的自然法理论。呈现自然秩序的天道高于政治秩序的人道（人间法），而且是人间

法（包括成文法和习俗法）的范本及法理基础。这是不是有点像古希腊自然法理论？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曾以“无为又无不为”概括道家（实际上是黄老）思想宗旨，语出传世本

1郑开：《道法之间：黄老政治哲学的思想空间》，《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2按：释文中的通假、异体字已从魏启鹏《笺证》、裘锡圭《集成》校改，以省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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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第37章，然而简帛诸本却没有“而无不为”几个字，请看：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传世诸本）			   道恒亡为也。（郭店本甲组）

道恒无名。（马王堆甲、乙本）			   道恒无为。（北大汉简本）

“无为”“无名”两个语词或概念之间可以曲径相通，它们都是“无”的不同表现形式，也就

是说，这两个语词既然能够相互替代，那么就不必追究其间的区别了。真正的问题在于传世本多

出来的“而无不为”那几个字。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表明了老庄和黄老之间的歧义呢？高明认为，

“《老子》原本只讲‘无为’，或曰‘无为而无以为’，从未讲过‘无为而无不为’。”他还更进一步推

测说，“无为而无不为”是汉初黄老学派的产物1。然而，郭店竹简《老子》乙组（编）有“亡为而亡

不为”句，使得《老子》文献学问题更加扑朔迷离2。 

总之，黄老学派并没有像老庄那样偏爱“无”，却极端重视“一”；虽然他们依据“无为”立论，

却开出了“无为而无不为”的新路向。其中的原因应该从社会政治的剧烈变动，从理论创造的推陈

出新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因为从“无”到“一”、从“无为”到“无为而无不为”意味着某种深刻

的转折：黄老学派由此创造出了耐人寻味的、具有鲜明理论特色的政治哲学—不是基于周礼或

周制的德政观念、天命论（神学政治论之一种）而是诉诸某种政治理性主义，其理论形态就是黄

老政治哲学。

四、名理：黄老政治哲学如何讨论政治性和秩序性的？

古代名学以及几乎一切关于“名”的讨论，都不仅仅是一种思维定式或思想游戏，也不仅仅

具有语言学和逻辑学的意义，因为其中蕴含了深刻的政治意味，不容忽视。这一点，无论是孔子之

“正名”，老子之“无名”，韩非子之“控名”，概莫能外；甚至公孙龙子那种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抽

象的“名辩”，仍有见证“古之明王”的意图3。老庄政治哲学围绕 “玄德”“无为”“无名”和“自

然”诸概念及其理论展开。前面已经指出，黄老政治哲学思考的起点往往是“名”而非“无名”，也

就是说道家黄老学派尤其关注政治秩序，“名”就是秩序的抽象形式。总之，如果说老庄政治哲学

的理论基础在于“无名”，那么黄老政治哲学则诉诸“刑名”而罔顾“无名”。例如：

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财之而天下治。实不伤，不乱于天下而天下治。（《管子·心术下》）

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申子·大体》）

物自正也，名自命也，事自定也。（马王堆帛书《经法·论》）

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韩非

子·扬权》）

笼统说来，黄老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延续了老庄哲学的“道德之

意”；另一个是自身创造出来的“刑名之术”。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黄老学派（含法家）“刑名之术”

指涉范围比较宽泛，既包含狭义的刑名法术（法家），也指更加抽象的名理学。

然而，黄老名理学仍然和老庄名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老子关于“名”的思想深邃复杂，应

1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第424～425页。

2丁四新：《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6～88页。

3《公孙龙子·名实论》：“至矣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甚其所谓。至矣哉，古之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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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始制有名”与“道恒无名”之间的张力结构中分析和把握1；黄老学派试图通过刑名理论阐明

“道”“法”“名”“理”的重要意义，其关注的焦点在于政治秩序的创建抑或重建。早期思想史自

进入哲学时代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对“名”的深切反思。孔子所说的“正名”和老子所说的“无名”

无不包含了政治社会之维度。比较而言，老庄“无名”概念及其理论非常深刻。如果说政治性的

“名”意味着“礼”的抽象形式的话，那么“无名”则是针对一切制度设施的反思与批判，这也赋予

了老庄以独特的精神气质，能够对“名”所代表的权力、制度和秩序抱着某种超然态度2。黄老政

治理论语境中的“刑名”乃是社会政治秩序的符号而已，也是进一步深入阐述“名理”“道法”的理

论武库。比如说，要想准确理解、深入把握像“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管子·白心》）这样的说

法，就不能不诉诸名理学的探讨。

无论是老庄还是黄老，都很清楚现实的生活世界包括社会政治秩序，皆诉诸“名的建构”，就

是说，社会实在（social reality）以及社会政治关系都是由名建构起来的。为了更好理解这一点，我

们仍从《老子》开始讨论：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1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老子》第25章）

王弼《注》曰：

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

名以定形。混成无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

这里所说的“指事造形”是什么意思呢？3根据前面我们关于形名理论的分析与阐释，“指

事”就是“以其形因为之名”的意思，而“造形”则体现了“名的建构”。“名以定形”正是“造形”的

确切含义。既然“名以定形”，但由于“道”独立无待，既不可视听又不可名言（不能通过感性知觉

和比较推理来判明之），所以就不能以概念思维描述或者建构“道的真理”。可见，“名”具有两种

不同然而相互联系的意味：一是“因形定名”的“名”，即根据物的属性予以“命名”；二是“名以定

形”的“名”，即根据概念（名言）思维建构生活世界的“名”。

道家黄老学派特别重视“刑名”理论，而“刑名”理论部分地脱胎于形名古学4。稷下学者这

样论述了从“形”抽象为“名”的理论过程：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因也者，

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管子·心术上》）

1郑开：《“始制有名”与“道隐无名”：道家名学研究新论》，《学灯》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9～83页。

2例如《庄子》曰：“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养生主》）马王堆帛书《十六经·正乱》曰：“谨守吾正名，毋失吾恒

刑。”《管子·白心》曰：“去善之言，为善之事，事成而顾反无名。能者无名，从事无事。”“为善乎，毋提提，为不善乎，

将陷于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管子·内业》曰：“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惩过。”王念孙更指出，《淮南子·说林

训》：“旳旳者获，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亦是“为善毋提提”之意。这几个例子足以表明道家政治哲学

之思考具有某种突破“名”的力度。

3楼宇烈引《说文》“六法”之“指事”及《系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解释“指事造形”（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

华书局，1980年，第2页），而牟宗三训“造”为“造访”之“造”，解释“造形”为“寻形、循形”（牟宗三：《才性与玄理》，

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129页），这两种说法都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4通常认为“刑名”即“形名”，因为从语文角度上说，“刑”通“形”。然而，黄老学派盛言的“刑名”却很不同于形名古

学。参见拙稿：《道家“名学”钩沉》，《哲学门》第1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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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

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尹文子·大道上》）

简言之，“名”是关于“形”的抽象（也是关于社会实在的抽象），也就是说对上述感性对象的把

握（即命名、分类与整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形”概括了“形”“声”“味”等包括洛克所

说“事物第二性质”在内的感性对象1。《心术上》说：“以其形因为之名”，现象界的“物”的“名”

是根据它的“形”—实际上就是它的形、色、声、音、香、臭等诉诸感性知觉的外在特征—而得

以命名的。正因为如此，作为符号系统的“名”才可以表征乃至于把握万物（所谓“纪万物”）。

由此可见，道家名学的两个基本原则就是：第一，“因形为名”，即《尹文子》所说“名以检形，

形以定名”；第二，“名以定事”，这一原则隐含了语言通过各种社会意象建构意识形态和社会行动

的重要内容。从一般意义上说，“因形为名”适宜于概括可感觉的对象（例如自然事物），而不那么

适用于表达社会事物。换言之，“形”诉诸视觉，那么不能直观的事物，例如观念性的仁义以及制

度设施如礼乐，又是如何定名的呢？《尹文子》曾经一定面临过这样的难题：“形名相耦”（“有形

必有名，有名必有形”）原则并不能把囊括所有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必须突破上述“形名相耦”原

则才能奠定“名”与“法”的理论基础。《尹文子》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提出了“有形者必有名，有

名者未必有形”。这是对“形名相耦”的重要修正，意义不可小觑。这样一来，《尹文子》就可以从

容地把社会政治事物概括在“形名”的范畴之内了，其曰：

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圆黑白之实；名而不形，不可不寻名以检其差。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

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大道上》）

重要的是，“形名”之于事物，具有支配和建构的作用，换言之，《尹文子》的“形名”理论把社

会实在（social reality）当成是“名”“理”建构起来的东西。进而言之，体现了“自道以至名，自名

以至法”（《四库提要》）倾向的《尹文子》的“名学”正是在关于“名”的范畴上更改了此前拘泥于

“形”的“名”的概念，它把“名”规定为以下“三科”“四呈”：

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

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

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尹文子·大道上》）

可见，“名”直接建构了社会政治层面上的礼俗和法度各个方面；而“名”在思想世界中意义就

不限于语言层面（“命物之方”），更拓展到伦理、道德以至于社会政治的制度层面，而《尹文子》

的确就是这样论证其“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八术”）理论的（《大道下》）。然而，《尹文子》上

述主张，在根本上，并没有偏离道家思想。比如说，道家所谓“物”既包括自然现象（天地万物）

也包括社会实在（仁义礼乐），同时还包括人的感觉状态（“欲”）和心理活动（“知”或“智”）。

在道家思想里，像“仁义”这样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之所以被归结为“物”，因为它是“有名”

的，而制度或者依附于制度的意识形态都是由语言建构起来的。《尹文子》两篇阐述了从“形”经由

“名”而至于“刑”的“名学”逻辑，换言之，就是论证了“名”既因于“形”，又建构了制度设施，例

1《尹文子》曰：“名以检形，形以定名”，所谓“形”不仅意味着诉诸视觉的“形”（“形状”或“形体”），而且概括了所

有诉诸感性的“五色”“五声”“五臭”“五味”；客观意义上的“黑白、商徵、膻焦、甘苦”的名称（“彼之名”），匹配着

主观意义上的“爱憎、韵舍、好恶、嗜逆”的分辨（“我之分”），也就是说“事物有所比也”（《管子·白心》）。其实这种

“形”词该“形、色、声、味”之例是并不少见，例如徐幹《中论·贵言》曰：“形乎视听，著乎颜色。”



68

如“法”与“刑”。

黄老刑名法术之学的立论基础之一就是：“刑”出于“名”（语言）的建构，同时“刑”又反过来

赋予“名”以很强的政治意味。其实，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家早已清醒认识到“礼”是由“名”所建构

的。例如，《左传·桓公二年》：“名以制义，义以出礼。”杜预《集解》曰：“名之必可言也。”这段话

很好说明了“名”“义”“礼”三者之间的联系。庄子亦强调了“名”与“义”（涉及社会制度）之内在

联系：

名止于实，义设于适。（《庄子·至乐》）

黄老文献特别强调名的意义，致力于将它与理、法联系起来，从而为重构秩序奠定基础：

虚无有，秋毫成之，必有形名。形名立，则黑之分已。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

无为也，无私也。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形名声号矣。形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

（马王堆帛书《经法·道法》）

天乏（范）无□，覆生万物，生物不物，莫不以名。（马王堆帛书《伊尹·九主》）1

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现于上文中的“名”，都是指名号、名位这样政治化、社会化的“名”，含有

很强的社会政治意味。孔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阐述其“正名”主张的，其政治社会背景是“礼崩乐

坏”引起“名实相怨”。因此，孔子所谓“名”其实就是关于政治社会制度（即礼）的抽象表述而已；

胡适也说，孔子的“正名主义”主要体现于政治社会和伦理层面2。

前引《经法·名理》颇言“名理”，深化了黄老对于“道—法”意义的阐述。也就是说，黄老学通

过“由无之有”—即从无名到刑名的转身，论证了“法”的合理性；又通过推动“理”的概念的不

断深化丰富，强化“法”的合理性论证。实际上，黄老道家借助于“名”“理”概念及其理论，奠定了

抽象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基础。

《老子》中没有“理”这个词的踪迹，《庄子》中的“理”虽然可以视作哲学概念，一般来说却

无关宏旨，唯独《秋水》篇中的一段话值得特别注意：

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

这段文字具有很明显的“黄老意”。然而，黄老学派和法家特别重视“理”，也许是因为他们试

图正面回答处于自由与秩序之间张力中的秩序问题，正面建构、维护一个正常的社会以及日常的

生活世界。黄老学强调“循名究理”，和韩非的思想倾向一致，因为韩非子试图把老子的“道”解

释为“理”。然而，韩非在《解老》篇中阐述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

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因此，他把“道”理解为“理物”即“物”的主宰，也就是说：“理

之为物之制”。韩非这里把“理”解释为“在物之文”，具体地说就是“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

重、白黑”，主要根据“物之有形者”而言。据此，我认为，韩非将“理”比拟于“道”，实际上就是以

“有形”比拟“无形”，以“有名”（理）替换“无名”（道），从而把老庄道家形而上学原则“落实”

为政治社会理论，同样的思想倾向也见于《尹文子》。

“理”的初义，大约指事物的固有的形式（例如纹理脉络），同时也包含了治理（动词或动名

词）、攻治的意思，作为职官（理，抑或李3）的含义与“治理”也许一脉相承。老子说：“朴散则为

1释文中的通假、异体字已从魏启鹏《笺证》、裘锡圭《集成》校改，以省眉目。

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87年（影印第1版），第92页以下诸页。

3颜师古注《汉书·胡建传》“《黄帝李法》”曰：“李者，法官之号也，总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称其书曰《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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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第28章）治朴（璞）而为器，就是“理”。后世与司法相关的职官—大

理，主要司掌“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管子·小匡》《吕氏春秋·勿躬》《韩非子·外

储说左下》等）《管子·心术上》：“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

循理。”可见，“理”与“职”“官”具有隐秘而内在的联系。黄老学派诸家都非常重视“理”的概念

及其阐释。例如：

物各合于道者，谓之理。

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马王堆帛书《经法·论》）

《论》特别重视“理”，颇近于韩非《解老》《喻老》两篇。它们对“理”的基本规定就是：

“理”介于“道”“物”之间，以此黄老学派深化了对“道”“物”“理”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黄老

学的刑名之学旨在阐论“法”（刑）、“理”（礼），黄老刑名法术之学就是重建秩序，实现“天下归

一”的最终目的。这一点，在《庄子·天道》诸篇什中已初见端倪。总之，“道生法”的理论途径不能

不诉诸“刑名”“名理”，同时我们还可以在“阴阳刑德”理论和自然法理论中略见端倪，例如：

天下有事，必审其名。名□□循名究理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灾。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

静谨听，以法为符。审察名理终始，是谓究理。唯公无私，见知不惑，乃知奋起。故执道者之观于天

下□，见正道循理，能举曲直，能举终始。故能循名究理。形名出声，声实调和，祸灾废立，如影之随

形，如响之随声，如衡之不藏重与轻。（马王堆帛书《经法·名理》）

黄老文献中的“理”与“法”是交互渗透，携手而来的。比较而言，“理”在相当程度上就是

“法”的抽象表述，至少黄老思想倾向于此。“理”的来源比较复杂，既脱胎于传统意义上的“天道

观”，例如“天时”的含义，亦包括了礼—名体系经历了重要变动之后的转化，还部分涉及了司法

制度中的相关内容（例如前面提到的“大理”这种职官），等等。这表明，作为黄老政治哲学之基础，

“理”“法”诸概念的来源是多元化的。基于这种概念之上的政治哲学，迥然不同于儒家政治理念，

黄老与儒家政治观念的区别与联系之一端就是：由于“法”“礼”从根本上是异质的，如果“礼治”

（或德治）固有某种“道德主义政治哲学”之倾向，即将政治与法律予以道德化的努力，或者说以道

德代法律之倾向的话，黄老学派通过自然、无为诠释政治合理性与合法性之基础，从而推进了“法”

（法律）脱离“礼”而独立的过程；同时，“理”的概念亦包含更广泛意义上的“法度”，既包括“礼”

也包含“法”，这多少平衡了“礼”（儒家）、“法”（法家或道法家）之间的矛盾与紧张。黄老政治哲

学的努力表明：公平的经济学、高尚的伦理学和正义而有效率的政治学可能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黄老政治哲学内容闳深、脉络复杂，更以其抽象深刻的理论性独树一帜。以上我们

围绕“帝道”“执一”“道法”“名理”几个方面，发掘了黄老政治哲学的微言大义与理论特质，旨在

勾勒黄老政治哲学的大致轮廓，而更多的问题（例如“内圣外王之道”“太上”和自然法理论等）、

更缜密的分析，则需要付诸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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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trends of 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s a leading current of thinking in East Asia since the 13th century, Zhu Xi’s philosophy has much to 

say about the issue of global justice. First, Zhu Xi’s doctrine of “the principle is one while its manifestations 
are many” (Liyi fenshu, 理一分殊) is potential to create a new world of “harmony without conformity” (he 
er bu tong, 和而不同) that leads to “multiple universalities.” Second, Zhu Xi’s discourse on humanity (ren, 仁) 
stressed the “principle of love” (ai zhi li, 爱之理) that may serve as a common ground for releasing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inally, Zhu Xi’s articula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publicness” (gonggong, 公共) may be 
taken as a remedy for the illness of world inequality. The “public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Zhu Xi carries 
contemporary relevance to our reflections on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Huang-Lao School: An Interpretive Exposition
Zheng Kai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Huang-Lao school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wuwei (non-action)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Laozi, and the problematic hundun (non-distinction) conception 
of Zhuangzi. It also makes stark contrast with the Confucian ideal of benevolent governance established 
since Confucius and Mencius. The Huang-Lao school seeks to elaborate “didao” (way of the di) as a mean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dichotomy of wang (benevolent ruler) and ba (authoritative ruler). The Huang-Lao 
school opens an intellectual space with the re-integr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dao and fa (law). The principles 
of “zhiyi” (upholding one) and “mingli” (the principles of ming) are also the results of this process.

Legitimacy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Property Owner Committee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Case of R Residential Area in Xiangcheng District of 
Suzhou

Zhao Xiangyun

In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property owner committees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where the committees are locate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mmittees have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structural legitimacy and action legitimacy. This provides formal 
legitimacy and substantive legitimac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ittees. The multiplicity of legitimacy 
foundation also shapes the diversity of the operation logic of the committees, includ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orientation, owner rights protection orientation, and pursuit of self-interest orientation. 
These three kinds of logic run through all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ittees, but at different 
stages, different logic occupies different positions. The operation logic of the committees is essentially a 
manifesta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multiple subjects. As an endogenous social organization in urban 
communities, property owner committees have natural advantages in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y "good 
governance" and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imperfect system and inadequate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committees' function is in a predicament. An analysis of their operation mechanism is helpful 
for them to seek benefits and avoid disadvantag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


